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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识别与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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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产生于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其会导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失调，并带来一系

列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态的负面效应，关系到土地可持续利用。分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内涵和产生逻辑，对其进行准确的

识别和测度，有助于国土空间结构的优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该研究基于生态环境的视角，分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基

本内涵，构建基于“风险—效应”的冲突识别测度方法；以内蒙古兴安盟为研究区，基于 2000、2010、2020 年的土地利用数

据，结合空间分析、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和密度分析，对兴安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进行了识别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结果

表明：1）生态环境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可以利用“冲突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进行识别和测度；2）相

比于 2000—2010 年，2010—2020 年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面积有了显著增加，重度冲突区增幅较大；3）冲突区主体向兴安盟东

南方向移动，在东部平原更加密集和集中。重度冲突区呈现出“从点到面”“从分散到集中”的变化，并形成三大集聚区；4） “草

地—耕地”是兴安盟重度冲突区内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确保生态用地竞争力，在脆弱的生态环境约束下合理调整草

地和耕地的结构、科学安排农牧业生产是兴安盟缓解冲突的关键。本研究从理论、方法和应用 3 个层面对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为精准识别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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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利用的负外部性导致土地

利用矛盾日益显著[1]，衍生出一系列涉及权益、资源、空

间多个维度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问题，如城市建设

与耕地的冲突[2-3]、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的冲突[4-5]。土地

利用空间冲突是不同资源利用者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过

程中，为追求自身利益所产生的对立和博弈[6-7]，并带来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负面效应的一种客观现

象[1,8-9]，是权益、资源和空间三个维度上的冲突。土地利

用空间冲突产生于空间资源竞争[1,10-11]，冲突会在土地利

用行为的变化和土地利用的后果上体现，如土地利用格

局失调引发的生态风险[1,12]、土地利用负外部性带来的邻

域干扰和矛盾[8,13]、土地利用多宜性的重叠[2,3,14]、挤压生

态空间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5,15]等。其本质是土地空间资

源再分配和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的矛盾[16-17]。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基本都是围绕着经济、生态与

社会三个方面进行的[1,5]。不同发展阶段，人们所产生的

土地需求不尽相同，对于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负面效应的

关注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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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态效益并不显著，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给生态环境带

来的负面效应往往容易被忽视，使得生态空间更容易在

土地资源开发时受到挤占[5]，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干扰生态过程[18]。从中国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 40 多

年来看，长期的土地系统开发利用使中国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退化，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持续发生[19]，严重制约

了土地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威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也普遍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可以看

到，已有研究在生态安全[4,12]、耕地保护[2-3]、经济发展[20]、

地理学[21]、区域一体化[22]等视角下，针对土地利用变化产

生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景观格局指数[10,12,23]、土

地适宜性评价[2-3,14]、PSR 模型[20,24]和土地利用变化综合

指数[22,25]等方法也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冲突的识别与测度

的研究中。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需求

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问题更加复杂。既有研究多集中

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群，或是关注建设用地扩张对

耕地的占用，随着人类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环境关系的

愈加密切，需要从生态环境、人与环境协调的视角去看

待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问题。因此本文选择了生态环境视

角，分析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产生的逻辑，阐述了生态环

境视角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内涵；其次，综合考虑了

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景观格局与生态环境变化，通过“冲

突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构建了基于“风

险—效应”的冲突识别与测度方法；最后选择生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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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蒙古兴安盟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结果以期为兴安

盟国土空间治理和冲突缓解调控提供支撑，同时进一步

完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理论和识别测度方法研究，给

同类型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理论分析与概念界定 

1.1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产生 

从一般认识上，假设无人为干涉，自然界会形成有

序的自然格局并维持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26]。当考虑到

人的发展，最初的自然格局往往无法满足人类对生产和

生活空间的需求，人类必然按照一定的利益追求和发展

目标，对土地进行长期性和周期性的经营管理与治理活

动，形成土地利用行为[27]。 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生产资

料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财产[28]，具有社会（资产）

与自然（资源）双重属性[29]。不同土地使用方对于土地

利用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存在差异，加之土地资源数量的

有限性以及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在土地利用过程中

难免产生矛盾和对立，主要表现为权益竞争[30]和资源利

用竞争[31]，由此产生土地利用矛盾。不同社会经济条件

的地区，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目标，对土地利用

矛盾不断的进行适应和缓解，最终形成一个符合当地自

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愈加频发的土地利用开发加剧了

土地利用矛盾，权益竞争和资源竞争转化成权益冲突和资

源冲突。比如在中国发展实践中，土地权益冲突表现为农

村集体土地资产性收益分配不公[7]、土地产权冲突与争

执[30,32]、土地征收过程不合法[32]等方面；资源利用冲突主

要体现为不同类型空间的相互侵占以及资源争夺，常表现

为不同类型用地的相互竞争和排挤，如耕地对森林的侵占

行为。权益冲突与资源冲突相伴而生，造成了社会经济、

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干扰，导致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不断的发生变化。原本形成

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内部的边界被不断挤压甚至打破，最

终导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失调、空间关系失衡，土地利用

系统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被打破，由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

应，进一步加深自身及邻域空间的生态环境压力[5]。此时，

单维度的权益和资源冲突衍生为多维度的土地利用空间

冲突（图 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产生于土地利用过程

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传导性。 土

地利用空间冲突是土地利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实质

是土地利用过程中不同利益方的矛盾和博弈在空间上的

表现，以及利益冲突在空间上的表达。 

 
图 1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成因及理论逻辑 

Fig.1  Causes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1.2  生态环境视角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内涵 

“冲突”一词源于社会学，反映了由于不同社会单元

间目标的不兼容从而产生矛盾与不和谐的一种失衡的状

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社会系统及各群体间冲

突关系的社会冲突理论逐渐形成，其中科塞和达伦多夫

的理论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两者都认为冲突是固有的

客观现象，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分配不公、造成的权

力和资源争夺，是引发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33-35]。社会

冲突理论对于空间冲突的内涵、原因、调控策略等研究

提供了参考。 

另一个与空间冲突密切相关的理论是人地关系理

论，其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吴传均院士指出人地系统有人类活动和地

理环境两个子系统构成，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实现社会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是人地关系研究的目标[36]。

空间冲突是人类竞争资源造成的结果，其带来的格局失

调、空间关系失衡正是人地关系不和谐的直接体现。因

此空间冲突的研究和分析也应该以人地关系和谐为标

准。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关注的是不同土地利用者的利益

冲突在空间上的表现，这种表现会通过负面的社会、经

济和生态效应体现出来。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对于土

地利用空间冲突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重视有不同侧重，

对于其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经济学视角下认为空间

冲突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危险性、持续性、脆弱性

和恢复性在空间上的综合体现；社会学则主要研究不同

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土地利

用空间冲突带来的负面的生态效益更加值得关注。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造成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失调，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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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地使得土地系统破碎化、稳定性下降，其抵抗外

界干扰和破坏的能力随之下降，直接影响人地关系的和

谐。从生态环境视角看，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配

置会产生不同的生态效应，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结构以

及空间布局的改变是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 [37]。相关

研究表明[18,38-39]，土地利用变化与生境破碎、生物多样性

降低、水环境变化、水土保持功能的下降等现象有着密

切的关系。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的地区，如自

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生态敏感区等，土地利用空间

冲突的发生和恶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不断削弱生态

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一旦自然生态系统达到不可逆的

状态[15]，这些地区就彻底失去了相应的生态功能，难以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40]。近几十年中国面临的

土地退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加剧等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19,39]，与中国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39]。 

中国正在迈向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

的新阶段，区域发展联系更加紧密，生态、社会和经济

的空间溢出、反馈等效应不断强化。区域上没有发展的

孤岛，单独的地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有的只是地

理定律所决定的空间关联和临近效应。面向未来的耦合

协调发展，对过去 40 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

程中所形成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维度导向（单独重视生态、

社会或经济）下的发展引起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功能的绝

对单一化，空间边缘（边际区域）会引发较为强烈的土

地利用空间冲突；二是单一发展目标导向下出现的空间

侵占所带来的特定单元内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如工业

用地盲目扩张对农业、生态用地的挤压，城市扩张对农

业空间的挤压等，引发一系列资源、生态、经济、社会、

政治等后果。基于社会冲突理论和人地关系理论，站在

生态环境的视角，可以将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理解为：源

于利益和土地资源竞争产生的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

之间的矛盾，导致土地利用格局失调、生态环境质量下

降等空间关系的不协调，并诱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影响

人地关系和谐的现象。其产生于空间开发过程，表征为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变。 

2  研究方法 

2.1  基于“风险-效应”的冲突识别测度方法 

不同的土地利用行为在空间上会形成各异的空间格

局，景观格局指数定量的表达了空间格局的特征[18,41]，基

于景观格局指数的冲突指数成为了冲突识别与测度的重

要方法。某一刻的景观格局指数，反映的是景观生态过

程在此刻瞬时的表现[4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不是瞬时发

生的，其源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产生于某一个时间

段内。因此，基于某一时间点的景观格局指数实际上揭

示的是空间冲突在此刻的表现，无法具体识别某个时间

段内产生的空间冲突情况。景观格局的变化反映了时间

段内的空间过程[41]，因此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识别也应

该站在时间段的角度，通过格局的变化来反映。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会造成空间格局的变化与负面的

效应。前者是空间冲突的普遍后果，后者在不同视角的

研究下有不同的侧重。空间格局的改变不一定都会带来

空间冲突问题。若区域空间格局的改变并没有带来负面

效应，而是缓解了人地矛盾，则这种土地利用变化实质

是国土空间结构的优化，其并没有造成空间冲突。可以

认为空间格局的改变会带来一定的冲突风险，是否产生

负面效应是其判断依据。 

在生态环境视角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负面效应

侧重于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空间格局失调是前提，生

态环境质量下降是后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冲突风险指数（Conflict 

Risk Index，简写 RI）”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简写 EV）”两个指标，构建

了基于“风险—效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识别与测度

方法，用来识别测度某一个时间段内由于土地利用变化

带来的空间冲突情况。识别测度流程如图 2 所示，具体

方法如下： 

  SC=[(RIt1-RIt0)>0] AND [(EVt1-EVt0)<0]  （1） 

 SCI=| RIt1-RIt0 | + | EVt1-EVt0 | （2） 

式中 SC 表示空间冲突区，SCI 表示冲突强度指数；RIt1

与 RIt0 分别表示时间段终点时刻和起点时刻的冲突风险

指数；EVt1 与 EVt0 分别表示终点和起点的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AND 为逻辑“与”运算符。式（1）表示冲突风险

指数变化大于 0 且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小于 0，用来识

别空间冲突区，提取出冲突区后，通过式（2）计算冲突

强度。 

冲突风险指数由景观格局指数构成，它的变化反映

了由空间格局变化带来的空间冲突风险大小的变化；生

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变化从宏观上刻画了生态环境效应。

当某一时间段终点时刻与起点时刻相比，冲突风险指数增

加同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则表明在研究期内该地区存在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本方法识别和测度的空间冲突，表示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研究区发生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2.1.1  冲突风险指数 

借鉴风险评价模型及相关研究[10,12,23]，本文选取土地

系统的复杂性（C）、脆弱性（V）和破碎性（F）指标，

构建了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冲突风险指数（RI），土地斑

块形状越复杂，脆弱性和破碎性越大，则冲突风险也越大。

冲突风险指数计算式如下，计算后进行归一化得到 RI。 

  RI = C+V+F  （3） 

1）复杂性。斑块复杂性可以通过分形指数表达[42]，

此处选择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指数作为计算指标。斑块

形状越复杂其与邻域的接触面越大，受邻域的影响也就越

大。该指标基于 ArcGIS 平台的 Patch Analyst 模块计算。 

2）脆弱性。反映土地斑块在受到外界干扰时，生态

功能丧失的程度以及内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可能性[12]。

脆弱性越高，其受邻域影响时生态效益的损失越多，维

系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越弱。通过式（4）计算。 

  
1

, 6
n i

ii

a
V f n

s=
· =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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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i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脆弱度指数；ai为空间单元 内第 i 种土地利用的总面积，km2；s 为空间单元面积，km2。 
 

 
图 2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识别测度方法 

Fig.2  Method of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3）破碎性。破碎性通过景观破碎度指数表达，反映

景观生态系统内部的稳定性。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剧烈

的地方，更容易导致斑块破碎化，从而影响生境面积完

整性，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该指标基于 ArcGIS

平台的 Patch Analyst 模块计算。 

2.1.2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43]通过定量的数值，宏观描述了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环境状况。通过研究期内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的改变，可以判断土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

生态效益变化。经过归一化最终得到 EV。 

  
1

EV
n i

ii

a
E

s=
= ·Σ   （5） 

式中 EV 为空间单元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第 i 种土

地利用对应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分。 

2.2  空间冲突分布与演化特征分析方法 

2.2.1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以反映地理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方向

性。椭圆的范围表征了数据分布的主要空间区域，椭圆

的大小反映了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性；长轴的分布

方向反映了数据在空间分布上的主要走向，短轴长短表

示数据的集散程度。本研究主要使用加权标准差椭圆，

基于各空间单元的空间分布位置，采用对应的空间属性

指标来表示权重，以此来反映在某一空间属性约束下空

间要素的分布特征。本文选择能够表达 68%数据总量的

标准差数，基于 ArcGIS Desktop 平台进行计算。 

2.2.2  转移矩阵 

转移矩阵通常用来进行多类别要素的变化分析，其

记录了研究期始点到终点各要素彼此之间的变化过程。

矩阵既包括了要素面积，还明确体现了各类型要素之间

相互转变的方向和规模。转移矩阵的每一行表示每类要

素初期到末期的转变方向，每一列表示末期各要素的转

变来源，对角线上表示没有发生转变的要素。本文利用

转移矩阵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 

3  研究区与数据处理 

3.1  研究区概况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总面积 55 151.86 km2，

下辖两市三旗一县（图 3）。兴安盟地处大兴安岭向松嫩

平原过渡带，属浅山丘陵区。海拔由东到西逐步升高，

形成了西北湿寒，东南干暖的气候特点。生态系统以森

林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为主，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

草地、林地和耕地，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

态服务区。同时，其位于农牧交错带，半农半牧的生产

方式使得不同用地类型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生态环境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图 3  兴安盟概况图 

Fig.3  General situations of Hinggan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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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期为 2000—2020 年，分为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时间段，识别并测度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时间段内发生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土

地利用数据源来自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研制的全球

30 m 地表覆盖数据（GlobeLand30），通过实地考察中收集

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与兴安盟遥感影像进行校正，整理得到

2000、2010 和 2020 年土地利用数据并分为 6 类：林地、草

地、耕地、水域、未利用地、建设用地。数字高程数据来源

于兴安盟自然资源局。2020 年土地利用类型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兴安盟 2020 年土地利用类型图 

Fig.4 Land use type map of Hinggan League in 2020              
 
本研究将整个研究区划分为 14 350 个 2 km×2 km 的格

网，以 2 km×2 km 的格网作为基本空间单元来进行计算和分

析，不足 2 km×2 km 的补成一个完整的格网计算。景观指数

基于 ArcGIS 的 Patch Analyst 模块计算，其余空间分析基于

ArcGIS Desktop 实现。参考相关研究[10,12,23,43-44]，并考虑生态

保护对当地的重要性，分别赋予 6 种土地利用类型不同的景

观脆弱度指数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表 1）。分别代入式

（3）和式（4）进行脆弱性指标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测算。 

表 1  景观脆弱度与生态环境质量得分 
Table 1  Landscape fragility and scor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项目 
Item  

林地 
Woodland 

草地 
Grassland 

耕地 
Farmland 

水域 
Waters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景观脆弱度 1 2 3 4 5 6 

生态环境质

量得分 
0.883 0.8 0.29 0.521 0.025 0.01 

 

4  结果与分析 

4.1  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兴安盟位于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耕地

和林地为主（表 2）。2000 年至 2020 年，草地、耕地和

林地面积占兴安盟总面积的比例一直稳定在 96%左右，

构成了兴安盟土地利用的主体。草地是兴安盟最主要的

土地利用类型，研究期 20 年内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一直

稳定在 55%左右。2000 年至 2020 年间兴安盟土地利用变

化主要发生在草地、耕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具体来看，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面积总体不大，各土

地利用类型基本保持稳定不变。2010 年至 2020 年间，相

较于前 10 年兴安盟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草地面积减少了 2 212.18 km2，是所有地类中变化最大的。

耕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则有了明显的增加。由此可见 2010

年至 2020 年，兴安盟土地利用开发的强度相较于前 10 年

有了明显的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类型以草地为主。 

表 2  2000—2020 年兴安盟土地利用面积 
Table 2  Land use area of Hinggan League from 2000 to 2020 km2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2000 2010 2020 

林地 Woodland 6 802.78 6 678.48 7 096.55 

草地 Grassland 31 290.18 31 700.96 29 078 

耕地 Farmland 15 265.98 14 992.79 16 716.47 

水域 Waters 397.37 356.12 407.42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702.28 734.65 745.15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693.27 688.88 1 108.27 
 
根据计算式（3）以及式（5），计算所有空间单元

指数并求算数平均值，反映兴安盟总体冲突风险指数和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变化（表 3）。在 2000—2010 年，

冲突风险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没有变化，表明土地

系统内部的变化并没有给总体的冲突风险带来增加，也

没有使生态环境质量发生明显的下降，此时土地系统趋

于稳定。2010—2020 年，人类对土地进行的持续性开发

利用导致土地系统内部景观结构的复杂性、脆弱性和破

碎性开始增加，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下降也表明这 10 年

间土地的开发利用造成了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表 3  2000—2020 年兴安盟冲突风险指数与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 
Table 3  Conflict risk index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 of Hinggan League from 2000 to 2020 

年份 
Year 

冲突风险指数 
Conflict risk index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 

2000 3.57 0.65 

2010 3.57 0.65 

2020 3.63 0.63 

 

4.2  空间冲突时间变化分析 

分别计算得到 2000、2010 和 2020 年的冲突风险指

数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通过式（1）和式（2）计算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时间段的空间冲突

强度，归一化得到冲突强度指数并利用自然间断法分为

3 级：轻度冲突：0～0.1、中度冲突：>0.1～0.3、重度

冲突：>0.3～1。表 4 是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时间段内土地利用空间冲突不同等级的面积及

占比。整体来看，轻度冲突占比超过了冲突区总面积的

90%，构成了兴安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主体，冲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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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对较为缓和。空间冲突的面积从 2000—2010 年至

2010—2020 年增加了 11 840.95 km²，增幅达到了 59.51%；

冲突区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上升了 21.47%，面积和强

度都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虽然轻度冲突仍然是绝对主

体，但相比于 2000—2010 年，后 10 年间兴安盟土地利

用空间冲突发生了进一步的蔓延和扩张。 

相比于 2000—2010 年，2010—2020 年的兴安盟土地

利用空间冲突增加的类型以中度冲突和轻度冲突为主，

二者约占增加面积的 87%。重度冲突增加面积相对较小，

但增幅高、蔓延速度快，增幅达到了 7 倍。结合表（2）

和表（3）的结果可以说明，2010—2020 年兴安盟土地利

用强度的增加给土地生态系统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干扰。 

表 4  兴安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面积 
Table 4  Area of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of Hinggan League 

2000—2010 2010—2020 
冲突等级 

Level of conflict 面积 
Area/km2

占比 
Proportion/% 

占土地总面积比例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area/% 

面积 
Area/km2

占比 
Proportion/% 

占土地总面积比例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area/%  

重度冲突 Severe conflict 182.09 0.92 0.33 1 683.12 5.30 3.05 

中度冲突 Moderate conflict 834.33 4.19 1.51 4 406.86 13.89 7.99 

轻度冲突 Mild conflict 18 880.56 94.89 34.23 25 647.95 80.81 46.50 

总计 Total 19 896.98 100.00 36.08 31 737.93 100.00 57.55 
 
空间冲突转移矩阵反映了各等级空间冲突在时间上

的相互演化特征（表 5）。其中，用“无冲突”来表示没

有发生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区域。两个时间段兴安盟的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等级同时存在上升和下降两种变化。

整体来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等级下降的区域面积共

9 222.32 km2 ；空 间 冲 突 等 级 上 升 的 区 域 面 积 共

22 615.28 km2，其中有 20 668.88 km2是由无冲突区转变而

来的新增冲突区。冲突等级上升的区域面积约是等级下降

区的 2.5 倍。2010—2020 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有 65.12%

属于新增冲突，即来自于 2000—2010 年无冲突区的转变。 

表 5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转移矩阵 

Table 5  Transfer matrix of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km2 

2010—2020 年冲突等级 
Level of conflict from 2010 to 2020 2000—2010 年 

冲突等级 
Level of conflict 

from 2000 to 2010 

重度冲突 
Severe 
conflict 

中度冲突 
Moderate 
conflict 

轻度冲突 
Mild 

conflict 

无冲突 
Without 
conflict 

重度冲突 4.11 21.99 52 104 

中度冲突 28 122.08 320.4 363.85 

轻度冲突 568.61 1 349.79 8 602.07 8 360.08 

无冲突 1 082.4 2913 16 673.48 14 586 
 
在研究期内，兴安盟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随时间整体

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既有旧空间冲突的消失，也

有新空间冲突的出现。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伴随着土地利

用变化过程发生的客观现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和消除。有

土地利用变化，就会或多或少引起不同程度的空间冲突。 

4.3  空间冲突空间演化分析 

2000—2010 年空间冲突整体上呈现出分散分布的特

征，各级别的冲突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其中

重度冲突和中度冲突分散分布在兴安盟西北、东北和东

南，同样没有明显的集聚性且彼此之间没有空间上的连

通（图 5a）。该阶段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相对较低，多是

小范围的开发建设，没有集中连片的大规模开发，因此

冲突等级整体不高；2010—2020 年，空间冲突格局有了

较为明显的变化。整体上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区相对

较为密集地分布在兴安盟东部的乌兰浩特市和突泉县，

空间冲突分布密度及冲突等级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

的格局（图 5b~5c）。 

标准差椭圆反映了空间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相比两

个时间段的空间冲突分布椭圆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椭圆

中心向东南移动了 33.34 km，主轴整体向东偏转 24.57°；

椭圆面积减小了 5 266.7 km2，短轴缩短了 79.07 km，扁率

从 0.23 升高至 0.27。根据上述指标变化总结得，空间冲突

空间格局特征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1）空间冲突主体向东

南方向移动。位于东南地区的冲突面积和强度增加较大，

给椭圆以及主轴方向的东移带来了较大的拉动作用；2）空

间冲突在空间分布上更加集中，分布密度变大，方向性更

加明显。上述变化最终表征为图 5c 所示的密度分布特征。 

2000—2010 年，土地系统结构相对稳定，人类对土

地开发利用活动的强度相对较低，没有发生大面积高强

度的开发，而是以局部小范围开发利用为主。土地系统

内部的变化没有带来较强的空间冲突，因此重度冲突整

体表现为零星分布（图 5a）；2010—2020 年，该阶段人

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相对较为频繁、强度也有所增加，

导致土地系统内部景观结构的复杂性、脆弱性和破碎性

的升高，更多的土地向生态效益更低的类型转变（表 2、

表 3）。该阶段重度冲突区面积明显增加，且初步呈现出

了集中连片的面状分布（图 5b）。 

相比于 2000—2010 年，2010—2020 年重度冲突出现

了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集中分布在兴安盟东部平原地

区，并沿“东北—西南”走向形成了三大集聚区：扎赉特

旗南部集聚区、乌兰浩特市集聚区和突泉县东南集聚区。

其中扎赉特旗南部、科右前旗东部两个地区的重度冲突区

在空间上有连通并形成重度冲突链的趋势。重度冲突区空

间格局呈现出了“从点到面”“从分散到集聚”的变化。

兴安盟东部为平原区，人口和城镇建设较为集中、耕作适

宜性相对较高，频繁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低生态效益用地

的扩张造成了重度冲突区的聚集。乌兰浩特市中部、扎赉

特旗南部和突泉县东南的重度冲突区大部分都是因为草

地向耕地转变、耕草相互交错导致土地利用系统的生态效

益和稳定性下降造成的；乌兰浩特市西部与科右前旗交界

区的重度冲突区主要是由于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乌兰浩

特市是兴安盟行政公署所在地，也是人口经济的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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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建设的需求相对较大。加之兴安盟提出了建设“大乌

兰浩特”的规划，将乌兰浩特市和科右前旗的科尔沁镇作

为一个整体考虑，统筹规划协调，将该地区打造成为蒙东

地区的中心城市、蒙东地区区域性物流中心。因此该地区

建设用地扩张较快，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

时段均存在重度冲突区。 

  
a. 2000—2010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a.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from 2010 to 2010   
b. 2010—2020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b.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from 2010 to 2020
c. 2010—2020 空间冲突分布密度 

c.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space conflict from 
2010 to 2020 

图 5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4.4  重度冲突区与土地利用变化 

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会带来不同强度的空间冲

突。通过空间叠置分析，提取重度冲突区内的土地利用

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产生重度冲突的原因，从而有

针对性地进行缓解和调控。 

2000—2010 年重度冲突区内发生变化的地类共

117.43 km2，主要变化地类为草地，占所有变化地类的

86.42%。其中“草地—耕地”是重度冲突区主要的变化

类型（表 6）。整体来看，该阶段土地开发利用强度相对

较低，各类型土地利用变化面积不大；2010—2020 年，

土地利用变化的面积有了明显的增加，重度冲突区的面

积也随之增加。重度冲突区内主要的变化地类同样为草

地，占比为 93.4%，其中“草地—耕地”这一种变化类型

占比就达到了 83.1%（表 7）。 

表 6  2000—2010 年重度冲突区内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le 6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in severe conflict zone from                                              

 2000 to 2010  (km2)                                                      

2010 年 

2000 年 林地 
Woodland 

草地 
Grassland 

耕地 
Farmland 

水域 
Waters 

未利用

地 
Unused 

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林地 — 3.91  0.43  0.47  0 0.12  

草地 0.37  — 44.22  27.43  21.53  7.93  

耕地 0.04  0.40  — 0.64  0.09  8.82  

水域 0.06  0.12  0.02  — 0 0.06  

未利用地 0 0.06  0.00  0 — 0 

建设用地 0.00  0.16  0.27  0.24  0.03  — 

 
对比两个时间段的统计表，“草地—耕地”一直都

是重度冲突区内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而且面积呈

现出显著的增加；“草地—建设用地”、“草地—未利

用地”和“耕地—建设用地”变化类型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均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表明这三种土地利用变化造

成的空间冲突在不断激化和扩张。  

表 7  2010—2020 年重度冲突区内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le 7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in severe conflict zone from 

 2010 to 2020  (km2)          

2020 年 

2010 年 林地 
Woodland

草地 
Grassland

耕地 
Farmland 

水域 
Waters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建设用地
Construction 

land 

林地 — 2.04 9.69  1.22  0.03 1.08  

草地 4.10 — 840.31  20.19  35.59 44.28  

耕地 0.22 4.69 — 0.74  1.78 36.57  

水域 0.05 0.24 0.13  — 2.21 0.08  

未利用地 0.00 0.96 1.66  0.01  — 0.26  

建设用地 0.02 0.46 1.71  0.01  0.89 — 
 
草地是兴安盟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基数大是造

成占比高的一部分原因。其次兴安盟西北部的地形地貌以

及气候特征导致适宜耕作的土地并不多，人口的增加使得

当地对耕地的需求不断增大。生态空间具有转化廉价性和

功能多宜性的特点，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对生活生产

的需求，大量的草地被开垦来平衡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

状况，出现了垦草造田的现象。部分农民将山坡上的草地

开垦为耕地，造成大量的坡耕地，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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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块破碎化，并在山体上形成了一道道冲沟。兴安盟草

地面积逐年减少且草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由于盲目乱

垦、滥挖滥牧等原因，草原沙化现象严重。科右中旗东南

部地区以及突泉县东南部的重度冲突区，主要就是由于草

地转为其他生态效益更地的地类造成的。 

确保生态用地竞争力，维持生态格局整体不受破坏是

应对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关键。应综合考虑重度冲突区的

分布以及实地调研结果，确定重要的生态源，构建生态廊

道、识别生态断裂点，基于此完善和调整生态保护红线，

保障生态用地不受过多的侵占；同时重点冲突区内已经存

在的耕地，若确实耕作适宜性、产量相对较高且集中连片

度较高，可考虑调整入永久基本农田加以保护，充分发挥

其生产功能。对于重度冲突区内的坡耕地、破碎耕地、土

壤贫瘠的区域，应考虑进行退耕，按照邻近原则恢复为相

邻的生态用地。特别是由于开垦已经造成沙化的土地，应

严格退耕并进行生态修复。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人类频繁

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地

生活生产的需求。因此在进行调控以及国土空间布局时应

做到实事求是，确实适合耕作且集中连片的地区，即便在

重度冲突区内也可以考虑调整入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保护，

但要严格控制规模，对不适宜耕作的地区进行严格退耕。

同时，兴安盟位于农牧交错带，科学的安排农业和牧业生

产，合理调整草地和耕地的结构与布局，也是控制空间冲

突进一步加剧的关键。 

5  结  论 

1）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是产生于土地开发利用过程的

客观现象，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具有空间上的传

导性和关联性；生态环境视角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冲突，

表征为土地利用格局失调、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空间关

系的不协调。空间冲突产生于一个时间段内，根据时间

段内空间格局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利用“冲突风险指数”

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可以进行识别和测度。 

2）2000—2010 年，兴安盟有近 36.08%的土地面积

发生了空间冲突，2010—2020 年上升至 57.55%；整体来

看，轻度冲突和中度冲突构成了兴安盟空间冲突的主体，

重度冲突区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增幅较大、蔓延速度快；

空间冲突随时间整体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既有

旧空间冲突的消失也有新空间冲突的出现。 

3）2000—2010 年，空间冲突呈分散分布，没有明显

的集聚性，重度冲突区表现为零星的点状分布；相比于

2000—2010 年，2010—2020 年空间冲突主体向东南方向

移动，在空间上更加集中和密集的分布在东部平原地区，

从东南到西北，冲突密度和等级逐渐下降；重度冲突区

呈现出“从点到面”“从分散到集中”的变化，并在东

部形成了三大集聚区。 

4）“草地—耕地”的变化是重度冲突区内最主要

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草地向低生态效益用地的大量转

变以及由此导致土地利用斑块破碎化是主要原因之一，

合理安排农牧生产、调整耕草布局是进一步缓解冲突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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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tential spatial conflicts arise as a result of different uses of land resources adjacent to each other. A tradeoff can be 
realized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the spatial conflict of Land 
Use (SCLU) needs to be consider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natural resources, space, as well as human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 is also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land use types in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it is a high demand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potential SC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an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 was first chosen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SC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conflict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were constructed using the “risk 
effect” through “conflict risk index”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 It was also considered the changes in 
landscape pattern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land use. Finally, a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Hinggan League 
of Inner Mongolia,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An emphasis was then plac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SCLU caused two consequences: the 
change of spatial pattern and negative effects. The former was the general consequence of space conflict, whereas, the latter 
presented different issues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Specifically, the fragments of space were differentiat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value. The regional spatial pattern allevia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ural sources and land use. As such, there was no spatial conflict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structure. The 
potential SCLU was also considered that the change of spatial pattern brought a certain risk of conflic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during the assess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CLU was the proper consequence of the 
further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ontradiction of land use, indicat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ety, economy, and ecology. In 
essence, the SCLU w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tential spa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land use. 2) The grassland was dominated the 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the study area,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from 2010 to 2020,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decade. The area of spatial 
conflict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10 to 2020, particularly with the relatively higher growth rate of severe conflict. 
The ever-increasing conflict risk and index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demonstrated the significant disturbance in the land 
system stability from 2010 to 2020. 3) The main fragments of the SCLU were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southeast of Hinggan 
League over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more conflict zone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plain. The severe SCLU evolved from 
the point to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from the decentralized to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Correspondingly, three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areas then formed a severe conflict. 4) Some recommendations were given to gradually regulate and 
control the SCLU during this time.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land into cultivated land was the main type of land use 
change in the severe conflict zone, it was proper to rationally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grassland and cultivated land,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spatial conflic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Keywords: land use; spatial conflict; recognition of conflict;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